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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

要“优先翻番”

“我在北京的餐厅当服务员，
一个月1100元，可实际到手只有
800多元，老板说剩下的年底再
结。听说想在北京生活得好，月收
入要8550元。这个数字我想都不
敢想。将来，我不知道国家能怎么
帮我这样的人群实现收入倍增。”

党的十八大闭幕的第三天，
这样一封北京外来务工人员“倒
苦水”的读者来信，刊登在《人民
日报·海外版》上。

作为中国政治风向标的《人
民日报》，刊登这种风格的读者来
信，在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
究所所长李实看来，这和十八大
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有关。

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
增计划”，具体量化指标就是，“到
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有人列出一条算式，把1 . 07
自乘十次，得出1 . 97这个数字。这
就意味着，中国内地经济和国民收
入年增长率只要高于7%，十年内
翻一番的目标便自动实现。

“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有
网友担心，GDP翻倍与收入翻倍了，
老百姓购买力也会翻倍吗？或者，蛋
糕越做越大，拿得多的人越拿越多，
老百姓依然挣得少？要么，他年收入
800万元，我年收入2万元，“一人均，
大家都成了张百万”？

这样的社会舆情，在李实看
来反映了公众对于公平的一种期
待，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如
何分好蛋糕的问题。“收入倍增计
划首先应该保证低收入人群的收
入增长。那些收入最低、生活安全
感最差、最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
群体，应该优先实现收入翻番。”

向人民日报写信的“90后”农
民工童丽娜，就是目前中国低收
入人群中的典型一员。她向人民
日报抱怨，自己已经半个月没吃
过肉了，“在外面兼职发传单，一
个月下来只能有个三四百元。可
太累，上次病了，去输液，3天下来
就花了500多元。”

童丽娜打工的北京市，2009年
最低工资标准800元，2010年960元，
2011年1160元，2012年涨到1260元，
三年涨幅超过50%，而童丽娜还挣
不到这个“地板工资”。

对于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外
来务工人员群体，在一些专家看
来，童丽娜们实现收入倍增的最
大机会，也是最直接的办法，来自
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既然政府
不能直接指挥用工单位涨工资，
但最低工资每年调整20%，就意味
着这些低工资的岗位就要相应涨
工资。”

“如果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
准的话，能保护童丽娜这样的低
收入群体的利益，但政府并不能
够随便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李实
认为，最低工资标准人为提得过
高，还会带来失业问题。

“最低工资标准即便三年涨
了一半，对于北京每平方米四五
万的高房价，又有什么价值呢？”
在李实看来，这里面又牵扯到政

府能否下更多功夫在公共服务
上，通过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完
善医疗服务等为老百姓带来实际
利益，以及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
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收入倍增
这个目标达不达成，而是达成之
后，老百姓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
质量。

“我给工人加薪

谁给我加薪呢？”

“在我这里，一个工人每月能
挣2000多块钱。现在工人工资越
来越高，我给工人加薪，谁给我加
薪呢？钱从哪里来？企业怎么活？”
邓文明在青岛崂山区经营着一家
电子配件生产企业，对于收入倍
增计划，他有这样的疑问。

在邓文明眼里，对于吃财政
的机关职工来说，工资翻番只是
政府行为，没什么难度。而数量更
多的企业职工，劳动力价格随行
就市。特别是像他这样的民营企
业，一无定价权，二无专利技术，
活得已经很难了，拿什么涨工资？

邓文明公司的工人工资，远
高于今年青岛市1240元的市区最
低工资标准，之前为1100元，邓文
明却还是觉着压力很大。

这种压力，更多还是来自于
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倒逼”。现在，
在青岛招一个送水工，月薪5000
元都招不到人，“不涨工资，根本
就招不到人。”

“刘易斯拐点”到了，人口红利
消失，员工收入还要“倍增”，像邓文
明这样的民企老板该怎么办？

“随着工资上涨，一部分企业
必然要进行结构调整，提高劳动
生产率。”李实说，像邓文明的企
业，如果坚持原来的生产方式，很
可能亏损破产。对于政府来说，他
们要做的，是对这些中小企业减

税，减轻他们的负担；对于企业而
言，要做的就是调整结构，调整不
过来，就只能转型；劳动者则需要通
过培训再教育，实现人力资本增值，
这是一个三方都要努力的过程。

富士康式“收入倍增”

无法解决自身困局

“中国的低工资时代宣告落
幕？”

“中国劳动力不再廉价？”
两年前，中国是否实行收入

倍增计划的讨论刚提出时，外国
媒体纷纷发出这样的疑问。

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
福特的故事被挖出来，以解读这
个中国版的“翻薪计划”。

亨利·福特是历史上第一位
使用流水线生产的企业主，他在
晚年意识到，让工人获得更高的
工资，可提高市场购买力，并最终
有利于企业本身，于是他为每个
工人加了2美元工资。

然而今天，这样的加薪在中
国是否会起到同样效果？

我们看到，在经过N连跳风波
后，富士康在2010年连续加薪，从
950元的“地板工资”(此前富士康
在中国内地工厂基本工资标准都
是按当地最低工资水平定的)涨
到2000元，半年内即实现“收入倍
增”。最近传出消息，富士康内地
员工或将再涨工资，底薪将达
4400元。

这个受益于全球化，依赖人
口红利产生巨额GDP，2011年营
业额1027 . 4亿美元，接近伊拉克
GDP总量的庞大帝国，涨工资能
解决N连跳带来的困境吗？

“ 车 间 里 的 活 儿 简 单 至
极——— 把流水线传送到面前的手
机、电子书的壳抓到托盘里即可。
胳膊一伸一蜷的动作，每四五秒

重复一次；10小时的工作时间下
来累计七八千次。‘机器人’或者

‘磨盘前的驴’，年轻工人如此形
容坐在富士康车间内的自己。”这
是前不久，北京一家媒体记者在
富士康郑州工厂卧底时的感受。

在郎咸平看来，像富士康这
样“打工仔”式代工只是拧拧螺
丝，然后插个洞口，只能挣iPhone
产业链最下端的6 . 54美元的血汗
钱。而生产一个iPhone手机，苹果
公司可以拿到360美元；日、韩、中
国台湾、美国在内的硬件厂商，可
以拿到187美元。

最后的结果就是，越发展越
悲惨，经济学上叫做“悲惨性的增
长”。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如果整
个产业政策不突围的话，中国经
济就跳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富士康的‘收入倍增’无法
解决自身困局，也无法解决中国
内地低端产业链突围的现实。”在
日本产业问题研究专家、社科院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白益民看
来，从2010年夏富士康员工N连
跳事件开始，中国制造业“低成本
时代”已经结束。

重点是“提高人的能力”

即将在中国实施的这个“收
入倍增计划”，很容易使人联想起
52年前，日本池田内阁实施的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计划直接
造就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
纪60年代。

相似的背景，只是中国能否
复制日本当年的成功？

1978年，时任中国社科院副
院长的邓力群前往日本考察企业
管理。

那时的日本，在实施国民收
入倍增计划后正处在一个黄金发

展阶段，涌现出丰田、索尼、松下、
东芝、小松工程这样的大公司大
的装备制造企业。邓力群回国后，
写下《访日归来的思索》一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
家比战前聪明了。他们下大本钱
培养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过去，资本家把工人当做机器的奴
隶。现在，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经
济学者，主张不要把工人当机器的
奴隶，而要使工人掌握科学技术。”

一位日本企业家的话让邓力
群印象深刻，“一个企业如果是由
优秀的工人、优秀的技术人员、优
秀的管理人员组成的‘优秀的技
术集体’，那么，它的产品质量最
高、竞争力最强，它在市场上将是
难于打败的。”

“提高人的能力”成为日本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点之一。最
近，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伊藤正直完成了对日本国民收入倍
增计划资料91卷本的整理。据伊藤
介绍，当年日本在新兴的各个产业
领域吸收了大量工人。在上个世纪
60年代，日本每个府县大学增设了
工学部，帮助学生学习新设备新技
术；在各个企业设立研究所，培养技
术人员和管理者；一些五年制高中
也培养骨干技术人员。

产业的发展，受教育水平的
普遍提高，带来了工人收入差距
缩小。1955年日本中等企业员工
工资是大企业的一半，到1975年
中小企业工人工资开始和大企业
接近，相当于后者的90%。

白益民对此也做了印证。
1955年，索尼、松下和京瓷在日本
都是小企业，工人收入只有大企
业工人收入的一半。1960年池田
内阁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后，三井
集团作为“牵引车”给这三家企业
很多资助。这三家企业立足于高
精尖产业，通过长线科研投入迅
速扩大规模，在1975年，这三家企
业的工人收入几乎追平了三井集
团等大财团。

白益民认为，在日本实施国
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日本大
财团联合中小企业实现了整个日
本社会生产率的提升，并迅速升级
装备制造业等高级产业，“日本的大
型器械和汽车工业，从外表到核心
零部件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产业体
系。日本出口的电子产品、钢铁、汽
车，还挤垮了欧美一批企业。”

在白益民看来，正是日本制
造不断进行的产业升级，才将国
外资本挤出日本市场，成就了日
本的收入倍增计划。

“有些东西就该结束，有些阶
段必须跨越，中国不能靠‘低成
本’过一辈子。但如何在政府推行
收入倍增计划中抓住机遇转型，
这是中国企业的最后一次机会
了。”白益民强调。

低收入阶层“收入倍增”靠什么？

跨越“低成本”时代
本报记者 郑雷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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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引发多方解读：全民普涨是否等于
全民不涨？收入上涨是否抵得过物价上涨？民营企业利润微薄，加薪钱哪里来？

这个事关国民幸福指数的计划本质是通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收入分配调整和产业格局变化，实现“包容性增
长”，特别要有利于低收入人群增长，“国强”之后达到“民富”。

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向低收入阶层倾斜？是在社保上“增”，还是在个税上“减”？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低收入阶层就
能涨工资了吗？我们试着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个计划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一些变化，和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格相关链接

从“强国”到“富民”之路

GDP—

从突进到淡化

从十六大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
番，到十七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
番，再到十八大收入倍增，发展目标从
强国逐渐逼近每个个体。

中共十六大报告
提出，国内生产总值
(GDP)到 2020年力争

比 2000年翻两番，以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中国曾在20世纪的后20年顺利实现
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中共十七大报告
提出，实现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

2000年翻两番。这是中共首次在党代会
报告中正式使用这种提法。这个目标的
提出更强调人均理念。

中共十七届五中
全会没有公布人均GDP

倍增目标，而对居民收
入的目标进行强化。

中共十八大报告
提出，到2020年，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内学
者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同步提出，解读为“我们不是一味
追求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而是更加重视
居民收入的提高”。而今年广东省将
GDP增速目标下调，被视为引导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之举。

本报记者 郑雷整理

2002年

2010年

2012年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达到13%以上。
（本报资料片）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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